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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  

「佔領運動」所帶來的一種事前未有預見的效果，是香港社會（終於）要面對實實在在的

政治。或者讀者會問：何出此言？自從香港在政治過渡時期引進了代 議政制之後，整個

環境不就是開始了政治化嗎？而到了九七之後，政治化的趨勢不是更加明顯嗎？那又怎會

到了今天才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呢？ 

我 想說的是，從前香港的政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差不多是完全隱蔽的，是倫敦與港

府極高層之間的對話，連一些高級政務官亦未必知道背後的互動。舉例：英國外 交及聯

邦事務部在 1976 年為香港準備了「規劃書」，並直接介入麥理浩撰寫《施政報告》的內

容。又後來出現越南船民問題，為何香港要接受擔任收容港的角色，基本上也是倫敦的決

定。 某些來自宗主國的決定、要求，差不多完全不會演變為一個公開討論的政治議題，

也因此而未有進一步引發出有組織地嘗試改變這種政治關係的行動。這一部分的政 治是

存在的，但沒有人將它放上桌面。必須強調，這樣說並不表示英國百分百完全支配香港，

令它缺乏某程度的自主性；殖民統治中頗為微妙之處，是港督與倫敦的 考慮、想法並不

一定是一致的，而前者往往會想辦法化解來自遠方的要求、指示，有時陽奉陰違，有時轉

移視線，總之搞出來的就是另一套。但香港能鑽出這樣的空 間，又不等於宗主國沒有將

意志強加於殖民地身上的能力（試想像一下當年英鎊貶值對港府財政的衝擊）。不過，這

個部分是不見光的。 

另一部分則 很大程度上是公開的、相當透明的，同時也存在議價空間的。殖民政府在六

七十年代自覺社會大眾對它既不信任，亦無信心，談什麼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是難上加 
難。它能做的是爭取民意支持，要回應民眾的訴求。於是它逐步搭建一個以公眾輿論為主

體的政治場地，最早是一種差不多完全可控制的參與，而自引入代議政制之 後，則整個

環境便更為開放。不過，它的開放還是有個限度的：從港英年代到特區政府，香港政治並

未有演化為一個百分百由民主選舉而決定權力分配和執政者輪替 的局面。在這個範圍內

的政治，主要還是一場輿論、民意的爭奪戰。九七後很多人覺得香港日趨政治化，但假如

我們撇開種種口舌之爭、激動的表情、戲劇化的表達 方式，則不難發覺所有的政治議題

還只在於公眾議論的範圍之內，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手段與手法——游說、集體行動、博

弈、談判等等——來爭取對方的讓步、妥 協。很大程度上，那還只是一種玩壓力的政

治。那是一個互動的「政治遊戲」，各方在出牌的同時，也準備好接收「第二最佳選

擇」，或甚至只是「第三最佳」，亦 會考慮。這種「壓力政治」的特點是虛張聲勢，鮮

會將最後一張牌都放上桌上。簡單的說，那是一個不玩「攤牌」的「政治遊戲」。 

泛民應反思為何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本 來「佔領中環」也是這類「壓力政治」，旨不在於大規模，而是要感動沒有直接參與

的一般市民。它愈是「手無寸鐵」、「捱打」（也不是真的打，而是被清場）， 愈有感

召力。它的力量來自於虛，是「拋浪頭」，而不是「曬冷」。豈料旁邊的人卻來玩真的。



北京決定要將這類思想與行動毁滅於萌芽時期，完全視之為對立面來 看待，開動各種機

器反擊之餘，還為免「打得更多夜又長」，以「8．31」決定來全面封閘。究竟使出

8．31 決定之後還有沒有談判空間，現在再作討論已無意思。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為何當

時泛民未有認真思考對策，反而躲在運動的後面，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當然，我完全明白，以當時（及現在）泛民的威望而言，他們是沒有能力去領導運動的；

他們一來無心，二來無力。不過，他們可能沒有想過，由年輕人來打前鋒的後果，是「政

治遊戲」的規則將會改變。而規則一經改變，則連泛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參與其中。 

「佔 領運動」結束後的一個奇怪現象，是出奇的寧靜。究竟運動應如何走下去？理論上

應該是最熱的辯題，但結果大部分討論都缺乏針對性，講的統統是「政治正確」的 虛
詞。這似乎是這個運動的特點，很重視道德，會講很多遍要堅持下去，但卻很少談怎樣堅

持？憑什麼來堅持？堅持做些什麼？大概也因為這一種特性，所以由年輕 人來領導的運

動，是「當真來玩」，將所有東西都放在桌面，而且聚焦於一點，堅持原則。這是「佔領

運動」的強項：很有爆炸力，很有原則性，從一而終，勇往直 前。但這強項也是它的最

大弱點：只宜速戰速決，而不能應付持久戰（指的不是 3 個月、半年之類的鬥爭，而是一

年復一年，3 年之後可能又 3 年的長期運動）；只可直搗黃龍，而不能有攻有守；只會堅

持自己的要求，而缺乏承擔討價還價的責任感。用這種方式來搞運動，不是不可以，而是

它要求組織者有 龐大的動員機器和動員力，令參與群眾覺得勝利在望，每次都以為是一

場決戰。 

以這種方式來發動運動，而最後以包圍政總慘敗收場來結束，其實是它本身發展的邏輯。

它的邏輯是：不是成功，便是失敗。如果不將對手全面擊潰，那就準備犧牲好了。而如何

善後，是一個大問題？ 

現 在，很多人會說，它的意義在於覺醒，它是一場文化運動。但言下之意，是作為一場

政治運動，它一無所有。而我們需要知道，這個一無所有並非平分春色，打和收 場。在

運動還未正式開始之前，北京已走到台前，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再而作出 8 ? 31 
決定。而經過一場運動之後，北京就不單止站在台前，而且會表現得更為主動，將原來較

為含糊的安排，都納入一國的框架之內。而它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和角色， 也勢將更為

突出。以前未發生「佔領運動」，還可以玩「拋浪頭」，以大家都不敢打出「底牌」，而

博弈一下，看誰在關鍵時刻「縮沙」。現在， 「底牌」早已翻開，要搞對抗，就只得肉

帛相見，拳拳到肉。 

誰說「民主回歸」議題已無任何意義？ 

我想，年輕的社會運動領袖們都 心中有數，知道若要以他們那種決一死戰的方式來令 8 ? 
31 決定消失，他們必須大大提升動員能力，組織一次較「佔領運動」大十倍八倍規模的

群眾動員。否則，他們需要坐下來，想想一個還要走 10 年、20 年、30 年的民主運動，要

怎樣做才會做好。 



至於泛民，他們手上（除了事先張揚否決政改的那一張，可是由於早就宣之於口，那就不

是新牌了）已經無牌 可打。但偏偏在這個時候，他們表示想來一圈博弈。問題是：假如

對家沒有興趣對賭，那就沒有博弈這回事了。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說，政治分為兩部

分，現在已 由舊有的模式轉為最實在的一種——不再講求花樣，也不介意不討好，反正

它是一個威權政府，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由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民眾來決定。面對這個環 
境，泛民比年輕的社運領袖的處境更為尷尬。 

如何從殘局中走出一條路來，要看大家怎樣理解如何在香港搞——可以是很漫長的——民

主運動了。誰說「民主回歸」的議題已再無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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